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１９ＣＺＸ０１４）

作者简介：廖　苗（１９８６－），女，广西柳城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科技政策研究；

高　璐（１９８３－），女，黑龙江大庆人，副研究员，哲学博士，主要从事新兴技术治理与历史研究；

胡明艳（１９８４－），女，安徽无为人，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技伦理研究；

刘战雄（１９８５－），男，河北邢台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负责任创新、人工智能治理、农业伦理研究。

第３５卷第３期

２　０　２　０年５月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５ Ｎｏ．３

Ｍａｙ　２　０　２　０

从“负责任创新”到“开放科学”
———雷内·冯·尚伯格访谈录

廖　苗１，高　璐２，胡明艳３，刘战雄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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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雷内·冯·尚伯格阐述了“负责任创新”理念与商谈伦理学的学理渊源，指出“负责任创新”理念的
内涵在于科技与社会联合体的系统性转变，基于社会需求的共识形成以及对科研创新活动的规范性引
导；同时他还回顾了该理念在欧盟科技政策中的演变和影响，通过梳理“负责任创新”与“开放科学”的深
层次关联，指出“开放科学”不是“负责任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通往长远目标的一个条件，从系统性
转变的宏观视角阐释了“开放科学”的社会意义；展望了二者作为学术理论和科技政策理念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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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内 · 冯 · 尚 伯 格 （Ｒｅｎé Ｖｏｎ

Ｓｃｈｏｍｂｅｒｇ）是科学技术学专家和哲学家、德国

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客座教授、欧盟委员会科

技政策官员、“负责任创新”理念的著名倡导者。

他在荷兰屯特大学获科学技术学博士学位，在

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自

１９９８年以来，他一直在欧盟委员会工作，现在

领导一个开放科学政策研究团队。他曾撰写或

联合主编１２本著作，创建了“负责任创新”全球

资源库，主编的《负责任创新手册》已于２０１９年

出版。他发表的著作涉及可持续能力问题、风

险预防原则、伦理、科学争议以及负责任创新和

开放科学。２０１８年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期间，我们围绕个人学术经历、“负责任创新”理

念提出的来龙去脉、与开放科学的关系等问题

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经受访者本人同意，现

将访谈稿按若干主题编排如下，与学界交流。

　　一、如何成为一名“政策创业型哲学家”

胡明艳：卡尔·米切姆（Ｃａｒｌ　Ｍｉｔｃｈａｍ）教

授①称您是一名“政策创业型哲学家（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
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这跟我们印象中的

科技政策制定者的形象很不一样。我们都对您

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很感兴趣，请问是什么塑造

了您的学术观点？

冯·尚伯格：１９７０年代末期，我曾经历农

业科学和环境研究的学术训练。在学习的过程

中，我一直对科学与社会的议题很感兴趣。

１９８３年，我完成了硕士阶段的学习，去德国攻

读博士学位。１９８０年代，我跟随哈贝马斯学习

哲学，在德国法兰克福学习并获得哲学博士学

位。“共同责任（ｃ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②的观点有

部分就是来自哈贝马斯的同事———阿佩尔
（Ｋａｒｌ　Ｏｔｔｏ　Ａｐｅｌ）③。阿佩尔提出了“商谈伦理

学（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ｔｈｉｃｓ）”④的概念，后由哈贝马斯

引用并发展。他们两人的“商谈伦理学”理论有

些许不同。我对这个很感兴趣，“共同责任”的

观点在那里面就有了，只不过没有应用到科学

与社会的主题上。哈贝马斯对技术变革的议题

不太有兴趣。这不是由于这个议题不重要，而

是他有其他的兴趣点。因此，我得说，“负责任

创新”的理念，⑤确实受这方面（指哈贝马斯的

思想）的影响。⑥在那段时期，学哲学很难找到

工作，于是我去屯特大学（Ｔｗｅｎ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跟随阿里·瑞普（Ａｒｉｅ　Ｒｉｐ）⑦又攻读一个博士

学位。当时有很多关于论证的理论：关于某些

科学家之间有不同意见的议题，比如，如何在社

会中达成一个理性的共识，如何处理科学的不

确定性。这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个问题，与“负责

任创新”也有关系，因为这关系到科学中的争

议。我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科学中的争

议，书名叫《科学、政治与道德》，⑧里面有关于

转基因作物的案例分析。博士毕业后，我在荷

兰当了一名哲学教授。由于为欧盟委员会做了

一些研究，我有机会到委员会从事关于生物安

全的国际谈判工作。那是一个牵涉到包括中国

在内的大约１３０个国家的生物安全协议谈判。

我当时是负责“风险预防原则（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的议题，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ＲＲＩ应该纳入风险预防原则。负责任创

新和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预

见性的预防。这个生物安全协议确切说来还只

是一个规范性的指导原则。科学家们对这些风

险有不同的意见，但这些风险会有很严重的后

果。现在我们或多或少达成了共识，认为气候

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影响造成的。但起初在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年代，这只是一个理论，人们还不太

确定。问题是，如果等到科学家们有确切的定

论了，那就太迟了。这就是风险预防原则以及

如何来规制的观点。我当时和欧盟委员会工作

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负责这些方面的国际谈判。

最后，这份生物安全协议提到了风险预防原则，

中国签约了，美国没签约。此后，我原本想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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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工作，但当时又得到一个在欧盟委员会的

研究与创新领域的工作机会。预见、预防、伦

理，这些不同的力量和因素都是“负责任创新”

的理论资源，最后都集中到“负责任创新”这个

概念里。

我认为，当下社会经济模式需要转变是全

世界范围的议题。如果回望世界过去二十年的

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在美国，

当下１％的人占据了８０％以上的财富，这太不

可思议了。收入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长远的问

题。这样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应该迈向一个更

为平等的社会。

　　二、“负责任创新”的内涵在于系统性转变

刘战雄：在“负责任创新”这个概念传入中

国之前，中国学者已经提过类似的一些想法。

比如，有一篇文章的摘要就提到，创新应该更为

绿色环保，同时要吸纳很多的利益相关者之类

的，要有益于人民……中国学者也做过环境伦

理、生态伦理的研究，我从中看到了类似的东

西。那么，“负责任创新”究竟有何不同？或者

说，为什么我们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标签、新的概

念叫作“负责任创新”？

冯·尚伯格：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三点：社会

经济范式转变、共同责任、预见，再结合开放科

学等内容，那么，你想怎么称呼它都行。如果这

些都做到了，“负责任创新”只是一个用语。我

认为“负责任创新”是一个带有点策略性的用

语。说它带策略性，是因为这个词可以吸引工

业界，吸引非政府组织，吸引公众。名字不那么

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容。你也可以另外找一个

词，只要能够表达以下内涵：我们必须根据社会

的需求来对研究和创新进行导向或者重新定

向。只要我们做到了这些，怎么称呼都行。

ＲＲＩ是一个简短的缩写。但除了这个名字本

身，它还有丰富的内涵。如果只是说，我们想要

重新给研究和创新定向，使其趋向于社会需求

的目标，这依然只是一句简短的话。实际上，它

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要求在诸多方面作出改变。

比如，要求开放科研，要求利益相关者作出社会

承诺，要求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范式，要求预见

等。关于这个词的来历有一段很长的前史———

在中国或者美国可能有不一样的背景———在欧

洲，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欧盟之

前的科研资助计划里有一个部分叫作“科学与

社会”，然后我们把它更名为“科学与社会，科学

为社会（ｓｃ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在所有

这些计划中，研究的内容主要都是关于伦理、风

险、科学教育之类的。这个部分总是资助这些

研究主题。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盲区，因

为那些研究从来不把工业界包括进来，大部分

时间都是学术界在研究，都是ＳＴＳ领域的人。

这当然也行，但是这样就没法导向实质上的变

化。这样的状况，第一个缺陷是这些项目没有

把工业界囊括进来；第二个是太过于强调风险

导向；第三是所有这些伦理研究太过于关注对

某些议题进行评价。比如纳米伦理，这个伦理，

那个伦理，都是以“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的方式来研究。这些研究不是说不好，但我认

为还不够。因此我认为伦理研究应该转变，从

一种约束性的伦理转变为驱动设计和“负责任

创新”的伦理。因此使用“规范性设计（ｎｏｒｍａ－
ｔ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ｎ）”这个词。这很重要。现在科学家

的视角变得越来越工程化：如果看一看合成生

物学和纳米技术，就会发现科学家越来越多地

在做工程，而工程意味着要设计。如果用了设

计这个词，就肯定要谈责任。以往，科学家总是

说，他们对科研的后果不负责，因为是别人来做

设计，科学家只是做研究。但如果你是一名工

程师，就要设计产品，就已经做了决策。信息通

信系统的设计，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都做了很

多决策。想要什么样的结果，要进行规范性的

讨论。我认为，设计和决策的过程应该接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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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审查，这是“负责任创新”的精髓所在。你
可以给它换个名称，也许有人会觉得被这个词
（ＲＲＩ）威胁到了。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做了这
些事，用什么词来称呼其实无所谓。不过，我认
为这个概念（ＲＲＩ）已经被很多人接纳了。欧洲
很多国家也接纳了，你们在中国的文件里也使
用了。⑨

“负责任创新”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
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例如欧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Ｏｗｅｎ），他工作的重点更关注过程。瑏瑠我也很赞
赏欧文的工作，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够。我认为，

我们还需要讨论产出的规范性问题。即，你想
要从研究和创新中获得什么，渴望什么样的目
标。我的观点是，我们还必须有一个社会承诺，

承诺努力去获得有共识性的、规范性的科技创
新成果。光有利益相关者参与是不足以解决问
题的，我认为需要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转变。我
真的有点不满意把“负责任创新”简化为这五个
支柱（ｐｉｌｌａｒｓ）。瑏瑡我认为“开放科学”和“负责任
创新”的融合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

目前，“负责任创新”与现实有点距离。不
能指望在短时期内就能发生这么多的变化。这
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做
了一些事情，但还没有系统性地把所有这些都
整合起来。在“开放科学”这一块，我们已经开
始行动。从产出侧（ｏｕｔｐｕｔ　ｓｉｄｅ）来说，我们已
经有了很多进展。但在输入端（ｉｎｐｕｔ　ｓｉｄｅ）———

对于我来说，这是更为实质性的部分———我们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只有这样，整个结构才是
完整的。这些事情会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发生。

当然了，有的人只关心其中的某个部分。

廖苗：您和杨·斯塔曼（Ｊａｎ　Ｓｔａｍａｎ）瑏瑢在

ＲＲ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Ｅ项目的咨询会瑏瑣上提到“变革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这个说法，请问这是
什么意思？我想，对于欧洲之外的人来说，这个
概念并不熟悉。

冯·尚伯格：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中有

不同的内涵。在美国，往往用来指科学革命，例

如，爱因斯坦对于牛顿力学的变革。但是，我当

时在咨询会的用法不是这个意思。我指的是能

够导向另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技术变革，除了

科学技术还包括社会层面的涵义，指的是“社会

－技术”联合体的状况的转变。我所认为的“负

责任创新”，应该理解为对当下西方经济范式的

一个批判。它并不是中立的。在某种意义上，

它试图指出，在培育社会需求的创新方面，存在
“市场缺陷（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应该有另一种

范式，一种更为持续的范式。事实上，变革意味

着一种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的方式。这就

要有一种系统性的转变。很多人说起“负责任

创新”，就会说各种能源系统里有风车或者其他

形式的所谓绿色能源。在我看来，这未必是“负

责任创新”的一个典型范例。只有当我们的生

产和消费能源整个系统都转变了，才算是“负责

任创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多技术的潜力，

在未来可能会有系统的变革。这是变化中变革

的部分（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如今，无论是中国也好，欧洲也好，大多数国家

的能源系统都是集中式的。能源的资源属于政

府、国家。例如，在荷兰，如果有人挖了一个矿，

你不能据为己有，想要使用风车发的电得经过

政府批准。我想中国的情况也类似。如果不能

私有化，那么意味着所有传统的能源系统都归

公共所有。之后，他们搞了私有化，但依然是集

中式的，要依靠政府来规制生产。你可以设想，

你有一辆电动车，你生产出的能源在开完车之

后还剩下了，你想过段时间回到车上来把这些

多余的能源用来给家里的什么电器充电。我记

得很清楚，在荷兰，当你生产出了能源，你会要

送到电网里，法律禁止你留存给自己使用。所

以，你只能都用掉你电动汽车里生产的能源。

这说明这是一个既得利益的权力问题，一个权

力集中化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变革就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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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未来人们会变得像互联网的变化所展示的那

样，更多人成了写作者，因为互联网更为民主，

让更多人有可能去写作和交流。在未来，能源

方面也可能类似，你也许可以生产自己的能源，

你不用非得依靠一个集中的行动者。这就可以

算是一个变革，因为这会以能源供给的方式来

改变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是能源的例子，

交通也是一样的。我们使用汽车，交通运输的

方式也会变化。我们现在拥有各自的小汽车，

但这种所有权也会变化，从而整个交通系统也

会变化，不只是其中一个要素变化。这就是为

什么我说，尽管有了很多风能，但仍然在依靠国

家来规制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这就不能算变革。

所以我认为，变革就要求某种系统的转变：整个

交通系统、整个能源系统、整个农业系统都要转

变。这也是为什么我用这个来作为“负责任创

新”的例子———它创造出选择的可能性，即，我

们如何设计我们未来的系统。

我认为，“负责任创新”最基本的层面是一

种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范式，关于如何应对“市场

缺陷”。我对某个人发明了某种新式的微波炉

这类例子不感兴趣。小发明经常会有，但“责

任”指的不是这些。“负责任创新”是在另一个

层次上有影响力。重要的在于指出基本的需求

和共同的价值。不同的国家可以有其特殊性。

例如，在中国，你们要面临人群收入差距的挑

战。印度也是一样。这些挑战会要求系统性的

变化。如果你们继续引入西方的经济范式，收

入差距就会拉大，而不会缩小。创新面临的问

题，就是你们要如何组织创新来应对收入差距

的挑战。这是中国和印度所要面对的特殊议

题。在印度，就有人提出了“节俭创新（ｆｒｕｇ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的理念，瑏瑤这就很有意义。

所以，这牵涉到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范

式。公私关系变得很重要，需要重新思考和重

新设计。我认为，人工智能之类的新技术目前

处于一个很危险的状况，因为“公－私”的平衡

还没有处理好。在美国，这些人工智能之类的

新技术研发完全是私有化的。这会导致不负责

任的产出。其风险现在就可以看到端倪。在
“开放科学”的例子中，有人跟产业界进行了“公

私合作（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ＰＰＰ）”。瑏瑥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社会面临的挑战等考虑纳

入研发过程中来。新型的ＰＰＰ很重要。

一方面是经济与社会、公共与私人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共同责任（ｃ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共同责任”意味着要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我

对当下技术评估的批评是：技术评估只关注风

险。在风险讨论中经常出现的状况是：一旦把

问题界定为风险问题，就往往会变成一个仅仅

跟安全相关的技术问题，然后就会忽略社会经

济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 ＲＲＩ应该把这

些各个方面都聚在一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有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受挫。例如，在美国和

欧洲有很多人抗议转基因食品带来的风险。但

科学家总是说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其实很小———

他们说的是真的———但这不是很多人受挫的原

因。他们受挫是因为转基因作物给农业系统带

来的转变有负面的效果，这是社会经济范式的

问题，很多人回避讨论这个方面的问题。所以，

跟技术评估相比，“负责任创新”更为广泛，更有

抱负。“共同责任”与以下两个考虑有关。

第一，我们不能把责任简化到个体身上。

我们知道伦理学中有两大传统：一个传统关注

个体动机的责任，另一个传统则关注后果，也就

是功利主义。如果只关注动机，在当今的科技

活动中，很难适用。以往我们说有人动机不良，

制造出弗兰肯斯坦这样的怪物。瑏瑦虽然现在也

有不少做坏事的人，但是今天的科学界，单个人

并没有坏的动机。做科学研究的往往是大的团

队，有很多人参与。而所有的产出，科学研究的

产品，你无法给它们追溯到某个个体的动机。

如果你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你不利，你没法去追

溯到单个人的动机，这只是最终的产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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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科学的产出往往跟科学家们刚开始做研

究时的预期有很大出入。无论是产出，或者有

某些不好的副作用，这都是当初没有预料到的。

传统的伦理学在这里就解决不了问题。这涉及

一个更深层面的因素：在什么意义上个体还能

感觉到责任。为什么你开车你就要对气候变化

负责？你可以设想，２０年后，十亿中国人每人

都有一辆车会怎么样，或者十亿中国人都跟我

们这样吃冰激凌得要多少钱。是哪个国家的人

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作为个体，你觉得很无

力。当然，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完全节能的交通

系统，大家都搭乘地铁。但如果印度没这么做，

我们还是会遭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在这个

事情上，人人都会觉得不堪重负。所以很难向

单个个体问责。如果说你个人要为气候变化负

责，这是很荒谬的吧？所以不能把责任简化到

个体层面，这是集体的责任。

第二，不能简化为动机和后果，重点在于如

何组织。当然，利益相关者参与很重要，技术评

估里也有这些，例如参与式技术评估。瑏瑧但我认

为这对于“负责任创新”来说仍然不够。在科技

计划的任务层面，需要特定的组织方式来保证

这些任务，需要作出承诺，一个朝向目标的承

诺。要想有这样的承诺，就得有某种意义上的

社会契约。社会契约就是关于某些特定的承

诺。有利益相关者的承诺，志愿地组织起来。

在某些时候，国家需要通过激励的方式来进行

干预。如果想要在系统层面进行某些改变，不

论是交通，还是能源，国家需要参与进来，说我

们的角色是什么，而现在我们想让这个行动者

扮演这个角色，那个行动者怎样怎样……要进

行角色分配。这样，每个人都有特定的角色，然

后要组织起来。如果放任不管，那么这种分配、

组织和系统性转变就不会发生，所以需要有“共

同责任”的组织方式。

我们谈到了社会经济的方面，也谈到社会

承诺的“共同责任”的方面。前一个方面又关联

到“预见（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预见意味着你设想出一

个事情将会如何发展的场景（ｓｃｅｎａｒｉｏ）。这不

只是预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因为技术发展其实很

难预测，但可以设想出一些可能的场景。我们

可以考察技术有可能如何发展。

例如精准农业（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你

要决定如何设计你的数据系统。由此，预见对

于一种替代性塑造（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技

术来说很重要。在这里，“开放科学”和“负责任

创新”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各种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领域。对于精准农业来说，要设计一套

系统，现在进行替代性的系统设计，就决定了将

来你会得到一套什么样的系统。这是在系统层

面。交通的变革与此类似。精准农业需要的技

术不一定很昂贵，因为某些已有的技术是闲置

在那里的。欧洲其实已经开展了一些实验。欧

洲和美国不太一样，欧洲还有很多小规模农业，

农民的收入相对较低，确实负担不起很昂贵的

农业机械。但是他们可以共享，农户之间相互

共享。如果大家集体组织起来，组成农民共同

生产的集体系统，他们就可以共享这些技术。

这样的话，某些技术其实相对来说就不算贵，比

如说无人机。如果大家彼此共享数据，还可以

挣更多的钱。如果是进行大规模的生产，首先

要把农产品卖给收购商，收购商卖给食品加工

厂，加工厂卖给零售公司，零售公司再卖给客

户。这是一个冗长的链条，其中的每个环节都

会使价格上涨。因此，掌握了渠道的人就挣得

最多，例如加工厂或者零售商，这样一来，最初

生产的农户就挣得少了。但有了新技术，这些

集体农户，他们可以自己建个网站进行直销。

类似地，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就可以使得整个

系统发生变化。这不仅仅意味着组织中的变

化，而且在产出方面也有变化。如果选择走集

中化技术的道路，或是说数据被一两家公司掌

控，这就会导向大规模农业，同时也意味着限制

农产品生产的种类。某些地区的农产品生产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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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已经被限制了。我来自荷兰，荷兰是一个很

小的国家，但却是农产品生产大国。荷兰只有

１　７００万人口，还没有北京多，但荷兰有１　９００万

只鸡，１　５００万头牛和１　２００万头猪。在阿姆斯

特丹，你可以见到很多很多人，但是你看不到猪

和牛，它们都在别的地方。这是高度工业化的

农业。我们可以简单分析一下，生产这么多的

农产品意味着什么。要喂养这些猪和牛，你就

得进口伺料来喂它们，它们吃得很多。如果你

要喂养１　９００万只鸡，你就得去印度进口饲料，

得要有很大一片土地来大规模地种植玉米等农

作物，才能足够喂养这些鸡。设想一下，如果所

有的国家都像荷兰这样，拥有如此高密度的农

业（主要指畜牧业）生产，那是不可能的。根本

没这么多土地，资源、物产都是有限的。荷兰的

高密度农业生产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其他

国家的人们在支撑着。这样一套经济体系真的

很成问题。

因此，ＲＲＩ这些具体的五大支柱，都是社会

经济范式的一部分，而社会经济范式需要转变。

这一套社会经济范式现在仍然在运行着，但从

长远来看无法持续。让我们设想，在中国，可以

对农产品进行类似的计算。中国目前的农业生

产方式跟荷兰也类似。你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

农业生产方式对整个地球会有何种影响。刚才

提到的这种公私关系显然意味着另一种生产和

消费的系统。所以，“预见”就是关于替代性塑

造，怎么表述无关紧要，不过我想这多多少少回

答了之前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说“负责任创新”

要比技术评估的涉及面更广。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理想，这也是现实。看

看现在北京有这么多汽车，５０年后，不可能还

有这么多。因为没有足够的化石能源了。所以

迟早我们都得要转变能源结构。当下的社会经

济范式有可能正在奔向战争的路上，因为我们

继续这样开发能源的话，会耗尽最后一滴石油，

所以我们要转变。但显然，我们必须尽早转变。

我想，有的国家已经制定了一些目标。荷兰制

定的目标是在２０５０年，要摒弃所有的化石能

源。我们需要这样的转变。能源转型隶属于社

会经济范式转变，显然需要各种具体目标，但这

些都是局部的。在中国，你们如何应对收入差

距问题，尤其是在未来，各种技术变化来临时，

如何组织工作，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感觉

在中国这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这只是我的感

觉，我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你们，在中国，

有没有把收入差距的挑战跟创新关联起来？我

想，创新的道路应该是有助于解决收入鸿沟问

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讲了印度的例子中那个
“节俭创新”的理念。我认为这个理念很有意

思，而且我认为这跟中国也是相关的。

对于精准农业来说，目前在欧洲有一个倡

议，他们制定了一个行为准则（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
ｄｕｃｔ，ＣＯＣ），说这些数据应该为农户所有，为此

可以组建一些平台。但如果这些平台变成亚马

逊公司那样，就会有很大的问题。事实上已经

发生了：我读到过一份报告，亚马逊会持续追踪

信息流；人们可以在亚马逊平台上开个网店，自

己卖一些产品，亚马逊会记录哪些网店卖得好，

哪些不好；他们得到这些信息后就可以自己去

效仿成功的网店进行销售，然后排挤掉之前成

功的店主。这对于亚马逊来说是一个可以识别

能否成功的好机制，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在

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原因。从长远来看，这

会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基础设施是非常关键

的。比如我们使用的搜索引擎———在西方我们

用谷歌，你们在中国不用谷歌，你们用百度，搜

索引擎就是某种基础设施，它应该是公共的。

我们建造了整个互联网。谷歌可以让每个人都

使用搜索引擎，这几乎看起来是公共的，因为免

费，人人都可以用，但这是个诡计（ｔｒｉｃｋ）。可能

从搜索引擎来看，有的损失不太显眼。但已经

造成了一些损失。如果我们继续维持这样的方

式，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将会有更大的问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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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们不把基础设施公共化，我们使基础设施

私有化，那么就会搞不清楚是什么人基于什么

在做决策，这将会是一个很成问题的社会。所

以我想这跟公私合作（ＰＰＰ）有关，到底什么是

开放的，什么是封闭的，什么是私有的。我想这

对于“负责任创新”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三、系统性的转变如何发生

廖苗：您认为这样的转变更多地会以自上

而下（ｔｏｐ－ｄｏｗｎ）还是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的

方式发生？

冯·尚伯格：在这里，你得把各个组成部分

分解开来，因为目前“负责任创新”还没有一个

整体架构。如果只看“开放科学”的部分，实际

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方式都要有。你

可以看看“开放科学”的各个推动者。其中一个

推动者就是科研人员，他们自愿提出的倡

议———我们想做“开放科学”，而且能够做到；我

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方式来组织自己的研究工

作；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创新开放平台。

这一推动者是自下而上的维度，正在逐渐发展

壮大。

但同时也有自上而下的方面。我们在欧盟

层面通过制定法律提出一些要求。例如，要想

获得经费资助，必须以开放获取的方式发表研

究成果，以及其他类似要求。这就是自上而下

的方面。

此外，还有在中间层面的。这涉及研究的

共同设计（ｃｏ－ｄｅｓｉｇｎ），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设

计，即，研究设计由利益相关者来共同进行。在

开放科学领域也有此一说。在开放科学领域，

有各个行动者：大学、资助机构、图书馆、出版

商，当然还有其他的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彼此

之间有特定的关系，他们会相互影响。如果资

助机构说要资助“开放科学”，要求开放数据，这

就意味着大学实际上也应该鼓励这种行为。比

如某人的博士论文要开放，要公开其数据，这就

意味着研究者也要转变，图书馆也必须转变，出

版商也必须要适应（这种转变）。当前，爱思唯

尔就面临着压力，需要转变他们的经营模式，否

则人们就会弃它而去。所有这些利益相关者，

他们会相互调整，相互适应。

所以，既有政府层面自上而下的，也有中间

层面利益相关者彼此之间相互反馈，还有科学

家们自下而上的倡议。在转变完成之前，各个

利益相关者之间会有很多的博弈，现在，我们正

处在博弈阶段。在我看来，最保守的一方还是

大学，他们对此响应得太慢，但是已经在行动

了。你也可以看到，在英国，惠康信托（Ｗｅｌ－
ｃｏｍｅ　Ｔｒｕｓｔ）这样的私人非盈利机构，以及美国

的比尔·盖茨基金会这些组织也在采取行动，

他们也在推进“开放科学”，从公众层面来施加

压力。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我希望能够发生。

但是对于创新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对于“负

责任创新”来说，创新是最难重新部署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公私区分（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我不知道在中国有没有讨论这方面的议题，也

许以另一种方式讨论了。我的印象是———如果

不对请你们纠正我———中国允许某些领域市场

化，某些不行，而且（在允许市场化的领域）有一

些市场准入条件。比如说，大众汽车可以在这

里生产，但要满足某些条件，或者是说，得向政

府说明一些什么……具体我不太清楚。也许在

这个意义上会产生一些影响，我不知道这是否

可以引向更广泛的关于公私关系的探讨。关于

国家与生产者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会有

更多讨论。但我想在欧洲，这些探讨是很有必

要的。

我们在欧洲层面正在做的事情是：我们邀

请了各个组织的代表———欧洲大学的组织，“科

学欧洲（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ｕｒｏｐｅ）”作为资助机构的代

表，还有图书馆组织———让他们在一个圆桌上

讨论。这有点像中国，圆桌吃饭的方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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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组织圆桌讨论，设定了议程，想要推进
“开放科学”，然后问他们各自想要推进到什么

程度。当然，对于出版商来说，有一些议题是很

难办的。我们迫使他们加入讨论，并且迫使他

们达成某种共识。在此共识之上，我们进一步

往前推进。这是我们想要的方向。

　　四、“负责任创新”理念在欧盟科技政策中

的演变和影响

　　刘战雄：从之前的欧盟框架计划，瑏瑨第一框

架到第七框架，再到“地平线２０２０”，瑏瑩有一些提

法一直在变化，从ＴＡ到ＥＬＳＡ瑐瑠再到ＲＲＩ，这

是否只是名称变了，其实质一直在延续？

冯·尚伯格：关于资助计划的变化，说起来

有一点点吊诡。如果你看长期的历史，从１９８０
年代至今，看资助了什么类型的研究，其实没多

大变化。我们研究气候变化，各个历史时期都

能找到这些主题。当然，会有一些小的变动，但

不是很多。真正改变的是资助这些研究的理

由，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去资助，我们想要从这些

研究中得到什么等，这个方面确实变了不少。

在第七框架和“地平线２０２０”这两个计划之间

的一个变化是：我们使得“负责任创新”成了一

个贯穿性主题。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小的变动，

不是大的变化。现在下一期是“地平线欧洲”计

划，在这一期计划中，三大部分的最后一个部分

是开放科学和任务驱动的研究。我认为这才是

一个大的变化。

变化并不是在研究主题上，因为气候变化

这些主题都回来了。但是我们组织科研的方

式，以及我们对申请者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会不

一样。尤其是，正如我在２０１５年所提的，我们

让“开放科学、开放创新、向世界开放”瑐瑡成为一

个优先考虑的重点。这意味着让欧盟以外的其

他国家，比如中国，更容易参与欧洲的资助计

划。这样的变化确实发生了。这些变化尤其要

有赖于我们对申请者提出的条件和要求。

另一方面，在如何评价科研的方式上，我们

之前也并没有改变多少。评价的指标主要有：

卓越性、项目管理和影响力，这些基本还是一

样。这就导致一个问题：会用研究计划来评价

研究自身的影响力。人们一直没能很好地理解

怎么去评价科研的影响力。可以考察影响的方

面太多了。但我想在新一期的计划中可以做个

调整，在人们申请时需要把任务界定得更为明

确。我称之为科研的“对的影响（ｒｉｇｈｔ　ｉｍ－

ｐａｃｔ）”。瑐瑢应该要求科研人员更多地去预期未来

研究将会如何。所以，在评价方面也会有变化。

不过，对于欧盟框架计划的这些变化，也可

以保持谨慎怀疑的态度。如果你从非常宏观的

层面看，可能会觉得这些变化的前景还比较乐

观。这里有一个时间周期，欧盟委员会和欧洲

议会等机构要对新的框架计划做出最终的决定

需要大概要两年时间。欧盟委员会提出一个计

划，然后送到议会，到欧洲理事会，他们都会有

各自的意见。此后，委员会也要开一个利益相

关者咨询会，向很多的利益相关者征求意见，问

他们：我们要做什么？下周我们要做什么？于

是会有数百个组织提交他们的建议、回复。委

员会逐个阅读这些意见和建议。然后欧洲议会

看了计划，又向委员会提出５００个修改建议：这

些要改，那些要改。委员们要对这５００个修改

建议做出回复，然后人们开始对欧洲议会进行

游说。在“科学与社会”领域我们想多要点经

费。在其他领域别人也想多要点经费。博弈了

数个回合之后，人们召开理事会，同意通过这个

计划，但要调整预算，这里加一点，那里减一

点———尽是些很复杂的讨论。过了两年半之

后，终于走完了这些流程。到时再一看，这是新

一期的资助计划，可是看起来跟很多年前的那

些计划惊人的相似。

我认为我们现在确实有可能做出根本上的

变化。因为一直以来，人们资助欧洲框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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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其实对这些研究结果没有任何兴趣。

（资助的）理由还是那些理由……但结果，又是

科学家去评价这些结果，然后他们自己决定怎

么去申请来做这些研究。这是研究者的自治。

我们花钱资助研究，但如果花了钱之后就不管

不顾了，这……现在我们有了这些任务，作为资

助者，我们得关心研究的产出是什么。这个方

面必须要变化。我觉得我们从不管不顾到设定

任务做了一些推进，但还没完。委员会现在正

处于提出建议的阶段。我们还要走议会的这些

流程，看看以后结果会怎样吧。

高璐：欧盟委员会如何影响各成员国的科

技政策制定？在过去几年里，你们如何评估欧

盟层面的科技政策，比如“负责任创新”对各成

员国的科技政策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

冯·尚伯格：我想，在不同的层面上，产生

了不小的影响。例如，几年前我开始在“开放科

学”方面做工作，很多成员国也都在这个领域的

各个方面跟进了相关工作。大部分成员国都跟

随了“地平线２０２０”倡议。我们把这称为“以身

作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ｂ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地平线资助计划

是在欧洲层面的。在各个国家层面还有很多资

助计划。实际上，从经费总量上来看，欧盟层面

的资助计划只占到了经费总量的大约５％。尽

管如此，欧盟计划却对各个成员国有很大的影

响力。

我们当然想要在欧洲层面对各国进行协

调，如在开放科学研究方面，各国都逐步在跟进

了。这是一种影响方式。“负责任创新”也是这

样的。我们在欧盟层面提起一个倡议，随后在

各成员国的层面推进。还有一种影响方式是通

过资助的科研项目。如果有某项科研工作在欧

盟层面获得资助，就有可能对成员国在相关领

域的科研决策产生影响。我们在欧盟层面优先

资助某个领域，从而在国家层面对该领域也会

投入更多。在这个意义上也很有影响。

　　五、“负责任创新”作为理论和政策的前景

　　刘战雄：阿里·瑞普曾说，“地平线２０２０”

计划结束之后，“负责任创新”就不会再提了，瑐瑣

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冯·尚伯格：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觉得

瑞普没有意识到“负责任创新”理念带来的范式

转换，他显然认为历史上有很多“负责任创新”

的例子。但是，我认为“负责任创新”不是当下

的现实，我们首先必须做出制度上的改变，以使

之成为可能：科学方面的制度变迁———更好的

奖励和激励机制，以适应开放的、网络化的、协

作的科学，之前提到过的科学－政策－经济衔

接处的制度变革，以及治理方面的制度变革，通

过行为准则（ＣＯＣ），公私合作（ＰＰＰ）等方式，在

立法前环境中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公共机构干

预措施。一旦我们进行了这些制度上的变革，

那么，我们才能设想正确地践行ＲＲＩ。

我认为“负责任创新”的前景并不差，虽然

现在处在一个也许是艰难的时期。可能我们可

以不断更改描述它的词汇。但事实上要发生的

事情才是更重要的。２０２１年即将开启的下一

个框架计划，我们会将三分之一的经费放在“开

放科学”，而“开放科学”和“负责任创新”将会融

合。“开放科学”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

条件。而ＲＲＩ的抱负更大。以往的框架计划

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

中，我们列出了七大社会挑战———气候变化，食

品安全等来作为总体的目标。但问题是，“地平

线２０２０”是一个资助计划。科学家总能够想办

法申请到经费。“地平线２０２０”列出七大挑战、

七大目标等跟之前的资助计划能有什么区别

吗？科学家很聪明的，他们改一改研究计划中

的措辞就又能申请到经费了。所以，在“地平线

２０２０”计划里，列出这些目标当然可以，但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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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引导机制。我一直强调怎么把创新引向

这些目标。在之前的七个框架计划里没有这些

目标，但有了之后差别也并不大。

所以，我很高兴在２０１１年有一个转变的契

机，我试图让ＲＲＩ成为“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中的

重要部分。所以我们把 ＲＲＩ列为所有项目的

贯穿性（ｃｒｏｓｓ－ｃｕｔｔｉｎｇ）要素。这个办法有点用。

但我还是想要有一个机制使其变得更为具体。

然而，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的时候，没有获得政治

上的支持。如果大部分的政客不买账，那就没

办法实现。因此，我不继续在欧盟政策圈倡导
“负责任创新”了，转而投向“开放科学”。到了

２０１５年，我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成功地使

得“开放科学”成为欧盟委员会的优先考量。所

以，我继续推进这方面的工作。我正试着将“开

放科学”和ＲＲＩ融合起来。可能我们用的是不

同的词汇，这其实不重要。从２０２１年起执行的

新计划叫作“地平线欧洲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ＨＥ）”。我们不再有这七大目标，而以联合国提

出的那一套“可持续发展目标”瑐瑤为目标。你可

以认为这些是协商共享的价值导向。但是为了

达到这些目标，就得有各种任务。这些任务是

我们之前所没有的。因此得有一个“任务驱动

型研究（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的理念，从而

来实现这些可持续发展的诸目标。然后，任务

驱动型研究要具体化为各种研究计划，欧盟各

成员国都参与这些计划，由某人来设定某个研

究议程。这就变得更具体了。而且也会有各利

益相关方参与。比方说，我们联合设计研究议

程，这些议程要解决哪些任务，可以有一个具体

的目标，想达到什么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会有

更多的方向性指导，明确我们通过研究想要去

哪。如果你是一名科学家，你想要从这里申请

经费，你就不能任意调整你的研究议程。而不

是说谁想做纳米研究，就去看看有哪些计划或

许合适就行。这个新的政策设计是想让研究更

为聚焦。当然，这些关于下一个框架计划的新

设计还在政府部门里进行商议。我们还没完全

实现，但我们可以提出一些要求，首先我们可以

对研究提出“开放性”要求，要求使用开放数据，

进行开放合作，以及我现在用的词叫“知识联

盟”（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等这一类的要求。这

就使得ＲＲＩ成为实现这些任务和这些目标的

途径。这就是我现在的计划。我认为我们现在

前进了一步，但这还不够。不过，政治商议总是

需要时间的。有了这一步，我们还可以继续下

一步。从２０２１年到２０２７年，新的框架计划“地

平线欧洲”会做到这些。

　　六、“负责任创新”与“开放科学”的关系

胡明艳：“开放科学”和“负责任创新”的关

系是什么？

冯·尚伯格：“开放科学”是ＲＲＩ的一个条

件，不是一个支柱（ｐｉｌｌａｒ）。支柱和条件是不一

样的。我不喜欢这些支柱。我认为设定五大支

柱是个错误。我在ＲＲ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Ｅ项目咨询

里说过，这是有问题的。“开放科学”是条件而

不是支柱，这很重要。作为条件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要开放合作，即要使用开放数据。在这

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与最终的产品无关。我

们常常考虑科学怎么传递，比如文献的开放获

取。如果要看成果，开放数据本身也可以作为

产出成果。人们搞一个研究项目，可以把项目

产生的数据公开，这当然是好事。但我在这里

想说的还有使用开放数据来进行科学研究。你

可以使用，例如，电子化记录本（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ｎｏｔｅ－
ｂｏｏｋｓ）。瑐瑥我的意思是说，在科研合作过程中使

用的原始数据（ｒａｗ　ｄａｔａ）就已经是开放的。在

考虑发布研究成果时，开放性要比发表瑐瑦更优

先地考虑。所以开放性不是在发表了之后（再

去考虑发表文献的开放获取问题），而是使用的

研究资源就是开放的。这是科研的输入端（ｉｎ－

ｐｕｔ　ｓ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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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输入端就有输出端（ｏｕｔｐｕｔ　ｓｉｄｅ）。在输

出端当然就是开放获取。但我认为开放获取只

是个次要元素。在输出端又可以有开放数据，

也有其他形式的产出，不只是文献，还有专利，

软件等其他产品。例如，合成生物学方面的生

物元件（ＢｉｏＢｒｉｃｋｓ）。瑐瑧我认为，未来的科研产出

中，发表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发表物当然一

直是最终产出中的一种，用来展示各种研究结

果，这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如果考虑到进行科

学研究的理由，人们往往更注重结果而不是如

何研究的过程。我认为，在当前的（科研）系统

中太过于强调发表。如果在输出端给太多的奖

励，那么输入端就会被忽略，这对于科学研究来

说是灾难，会导致腐败，会妨碍科研成果的质

量。这些都是输入端需要考虑的。所以要开放

合作、开放数据，当然还有利益相关者的方面。

这些都可以开放，成为做科学研究的条件。

然后，还要考虑的问题是科研产出的影响。

科研产出仍然是没有方向的，科研可以被导向

各个不同的方向。我们可以提出按照某种方式

来做科学研究的要求，这仅仅是做“好的”科研。

我认为要做“好的”科研就应该开放，这没什么

新鲜的。只是说当下的情况是竞争太过激烈

了，所以大家不想开放共享。对于公共资助的

科研来说，当然可以要求开放。但研究开放了，

仍然是没有方向的。因此，ＲＲＩ有更大的抱负。

我们还想给科研以导向，或者重新导向（ｒｅｄｉ－
ｒｅｃｔ）。“负责任创新”是要考虑导向的。在这里

我们要设定研究议程，可以有这些种种任务。

当然 也 可 以 做 基 础 研 究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基础研究也是需要的。把各种各样的

因素放到一起来考虑，要考虑有哪些利益相关

者，这就形成了一个整合的概念：要如何组织科

研活动，给定某个导向。

但这还不够。科研是有导向了，但还没有

涉及创新。考虑创新过程的话，就得考虑更为

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有时候，研究、创新的不同

利益相关者是会有冲突的，所以创新才是引发

变革的点，在这里会引发系统性的转变。如果

你关注到交通、能源的整个系统，不是某一个方

面，就会变得更有抱负。“开放科学”是“负责任

创新”的一个条件，而“负责任创新”包括各种各

样的组成部分，不仅仅是那几个支柱。

“开放科学”也会面临很多阻力。不过另一

个方面，人们也对成果有期待。他们对于没有

好的科研成果也很沮丧。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公民科学（ｃｉｔｉｚｅ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运动的兴起瑐瑨———我

们自己筹集经费，自己组织起来（搞研究）。我

认为这是某种大的趋势，也是社会中的一些新

现象，技术给人们赋能，使得人们越来越有能力

去自己做一些事情。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

化。这实际上也能导向变革，当然是在一个较

长的时期内发生的。

此次访谈，冯·尚伯格从他的视角阐述了
“负责任创新”理念与商谈伦理学的学理渊源，

指出“负责任创新”理念的内涵在于科技与社会

联合体的系统性转变，基于社会需求的共识形

成以及对科研创新活动的规范性引导。他还回

顾了“负责任创新”理念在欧盟科技政策中的演

变和影响，由此可见从学术思想到政策理念的

落实，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他认为，“开

放科学”不是“负责任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

是通往“负责任创新”这个长远目标的一个必要

非充分条件，由此揭示出“负责任创新”与“开放

科学”的深层次关联，也从系统性转变的宏观视

角阐释了“开放科学”的社会意义。对于“负责

任创新”和“开放科学”作为学术理论和科技政

策理念的前景，他表达了虽谨慎却乐观的预期。

［注释］
① 卡尔·米切姆（Ｃａｒｌ　Ｍｉｔｃｈａｍ，１９４１－）是美国著名技术

哲学家，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ＳＰＴ）第一任主席（１９８１－

１９８３）。他与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ｋｅｙ共同主编的《哲学与技术》

（１９７２年，１９８３年）及合著的《技术哲学文献目录》（１９７３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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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９８５年），是学术界公认的技术哲学重大成就；他的

专著《通过技术思考》（１９９４年），被认为是“集当代技术

哲学之大成的著作”。米切姆作为我国学术界最为熟悉

的国际知名技术哲学家之一，他的关于马克思技术哲学

思想的观点尤其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

② “共同责任”是冯·尚伯格大力倡导的一个概念，详见

Ｍｉｔｃｈａｍ，Ｃａｒｌ，ａｎｄ　Ｖｏｎ　Ｓｃｈｏｍｂｅｒｇ，Ｒｅｎé．（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Ｆｒｏｍ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Ｔｕｒ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Ｋｒｏｅｓ，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ｉｊｅｒｓ，Ａｎｔｈｏｎｉｅ（Ｅｄ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７－１８９。

③ 详见Ｖｏｎ　Ｓｃｈｏｍｂｅｒｇ，Ｒｅｎé（２０２０）．Ｉｎ　Ｍｅｍｏｒｙ　ｏｆ　Ｋａｒｌ－

Ｏｔｔｏ　Ａｐｅｌ：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ｔｉｃ　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ｏｌｏｇｉｋ：Ｒｉｖｉｓ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ｄｉ　Ｓｃｉｅｎｚｅ　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ｃｈｅ，Ｐｅｄａｇｏｇｉｃｈｅ　ｅ　Ｓｏｃｉａｌｉ　２（２６）：１５１－

１６２。

④ 商谈伦理学，又称交往伦理学，是由德国哲学家阿佩尔提

出的概念，后被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引用并建

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真理是由诸主体之间

的理性交往形成的共识，道德判断的普遍化原则也建立

在主体间商谈所达成的普遍同意之上。这样，道德判断

就既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

⑤ “负责任创新（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Ｉ）”与“负责任研

究与创新（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ＲＩ）”

是近年来科技伦理和科技政策领域的热门词汇，二者常

常被并提、互通、混用。本文视访谈中的语境分别使用

“负责任创新”和ＲＲＩ来表示。二者的区别和关联详见：

廖苗．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概念辨析和学理脉络［Ｊ］．自

然辩证法通讯（ＣＳＳＣＩ），２０１９（１１）：７７－８６。

⑥ 关于“负责任创新”与哈贝马斯的思想渊源，参见：廖苗．

欧洲政策思想史中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Ｊ］．科学学研

究，２０１９（７）：１２１２－１２１９，１２７６。

⑦ 阿里·瑞普（Ａｒｉｅ　Ｒｉｐ）是屯特大学管理与治理学院的科

学技术哲学教授。他曾是欧盟技术预见高级专家组的成

员，积极促进纳米技术和社会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他曾

在莱顿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ｅｉｄｅｎ）学习化学和哲学，从事

物理化学研究，然后转向化学与社会的教学和研究，以及

更广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他曾任国际科学的社

会研究学会（４Ｓ）主席（１９８８－１９８９）。他在科学动力、技

术动力和建构性技术评估（ＣＴＡ）方面的工作广受赞誉。

⑧ Ｖｏｎ　Ｓｃｈｏｍｂｅｒｇ，Ｒ．（１９９２）．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ｅｄ）．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⑨ 在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中，明确提出：“倡导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加强科研伦理

建设，强化科研伦理教育，提高科技工作者科研伦理规

范意识，引导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重视和承担保护生

态、保障安全等社会责任。”详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

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的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６０８／０８／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０９８０７２．Ｈｔｍ。

瑏瑠 详见 Ｏｗｅｎ　Ｒ，Ｓｔｉｌｇｏｅ　Ｊ，Ｍａｃｎａｇｈｔｅｎ　Ｐ，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Ｏｗｅｎ　Ｒ，

Ｂｅｓｓａｎｔ　Ｊ，Ｈｅｉｎｔｚ　Ｍ．（ｅｄｓ）．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

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Ｃ］．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Ｓｏｎｓ，Ｌｔｄ，２０１３，

２７－５０。

瑏瑡 欧盟在“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中为ＲＲＩ设定了五大主题，又

称为五大支柱，分别是：公众参与、开放获取、性别平等、

伦 理、科 学 教 育，详 见：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ｐｒｏ－

ｇｒａｍｍｅｓ／ｈｏｒｉｚｏｎ２０２０／ｅｎ／ｈ２０２０－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瑏瑢 杨·斯塔曼（Ｊａｎ　Ｓｔａｍａｎ）是拉特瑙学院（Ｒａｔｈｅｎａｕ　Ｉ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荷兰国会和政府的咨询机构———的技术评估

与科学系统评估部门前任主任，有医学和法律教育背景，

多年来致力于负责任研究与创新、基于科学证据的政策

制定方面的工作。近期曾担任欧盟“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

（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研究与创新政策战略预见的欧盟专家组

主席，并担任荷兰农业、自然与食品质量部下设的荷兰动

物事务委员会主席。

瑏瑣 ＲＲ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是受“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资助的一个跨国合

作研究项目，其目的是了解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内成功实

施ＲＲＩ的障碍和驱动因素，促进对科研机构和研究资助

机构的组织结构和文化的反思，并确定和支持最佳实践，

以促进科研机构和研究计划采用ＲＲＩ。冯·尚伯格和杨

·斯塔曼都是该项目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该项目信息详

见：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ｒｒｉ－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ｅｕ／。

瑏瑤 详见Ｂｈａｔｔｉ，Ｙ，Ｂａｓｕ，Ｒ，Ｂａｒｒｏｎ，Ｄ，＆Ｖｅｎｔｒｅｓｃａ，Ｍ．２０１８．

Ｆｒｕｇ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ｓ，Ｍｅａ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瑏瑥 ＰＰＰ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过程中，让非公

共部门所掌握的资源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实

现合作各方达到比预期单独行动更为有利的结果。

瑏瑦 长久以来有一个误解，认为弗兰肯斯坦是怪物的名字，但

在玛丽·雪莱的原著小说中，弗兰克斯坦是怪物的创造

者，也就是那位科学家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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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瑧 参与式技术评估（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ＴＡ）是一种在基于专家意见咨询和科学方法的基础上，

吸纳更多外行公众意见的技术评估方式，详见：Ｈｅｎｎｅｎ，

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９９，２６（５）：３０３－３１２。

瑏瑨 欧盟框架计划（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是欧盟最主要的

科研资助计划，自１９８４年至２０１３年共执行了七期。在

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６年的第六期框架计划中，设立了“科学与

社会”专项，拨款８　０００万欧元用于促进科研和产业界对

于诸多与科研相关的社会问题的认识，并将这些问题作

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在２００７年至２０１３年的第七期框架

计划中，“科学与社会”专项的经费增长到３．３亿欧元并

更名为“社会中的科学”，继续探讨科技创新系统中的各

利益相关者的态度、立场和相互关系，深化了对于科学与

社会的互动关系的认识。

瑏瑩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Ｈｏｒｉｚｏｎ　２０２０）是欧盟最大的研究资

助计划，整合了欧盟此前多项各自独立的资助计划，统筹

管理，在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２０年的七年间，投入近８００亿欧元

用于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产业技术研发、中小企业创新、

以及卫生、食品、能源、交通、环境等涉及重大社会挑战的

研究和创新活动。

瑐瑠 ＥＬＳＡ，是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ｅｇａｌ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的缩写，意为

“伦理、法律和社会的方面”，在欧洲常使用ＥＬＳＡ，在美

国则常用ＥＬＳＩ，其中Ｉ表示“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或者“Ｉｓｓｕｅｓ”。

ＥＬＳＡ／ＥＬＳＩ如今已经成为科技与社会研究领域的一个

固定用法。

瑐瑡 详 见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ｐｅｎ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ｏｐ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２０１６－０５－

１７．ｈｔｔｐｓ：／／ｏｐ．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ｔａｉｌ／－／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３２１３ｂ３３５－１ｃｂｃ－１１ｅ６－ｂａ９ａ－０１ａａ７５ｅｄ７１ａ１／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ｅｎ。

瑐瑢 详见 Ｖｏｎ　Ｓｃｈｏｍｂｅｒｇ　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Ｄｕｓｓｅｌｄｏｒｐ　Ｍ，Ｂｅｅｃｒｏｆｔ　Ｒ．（ｅｄｓ）．Ｔｅｃｈ－

ｎｉｋｆｏｌｇｅｎ　 Ａｂｓｃｈｔｚｅｎ　 Ｌｅｈｒｅｎ：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ｐｏｔｅｎｚｉａｌｅ

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ｚｉｐｌｉｎｒｅｒ［Ｃ］．Ｍｅｔｈｏｄｅｎ：ＶＳ　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Ｓｏｚｉａｌ－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２０１２：３９－６１。

瑐瑣 瑞普教授曾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４日在荷兰哲学研究院当

年度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课程中提

道：ＲＲＩ　ｉｎ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Ｈａｓ　ａ　Ｔｅｎｕｏｕ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２０。

瑐瑤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ｏａｌｓ）

是一系列新的发展目标，将在千年发展目标到期之后继

续指导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的全球发展工作。２０１５年９月，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１９３个成员国在

峰会上正式通过１７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是：消除贫

困；消除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

洁饮水与卫生设施；廉价和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

长；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缩小差距；可持续城市和社

区；负责任的消费和生产；消除气候变化威胁；保护水下

生物；保护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

现的伙伴关系。

瑐瑥 特指将科研活动和实验过程的数据和记录进行标准化、

数字化处理，以便与同行进行开放共享。

瑐瑦 “发表”在此处特指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科研成果（主

要是论文），这是当下科研模式中评价科研活动产出的主

要方式，科研共同体中当前还存在着“不发表就发臭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ｏｒ　ｐｅｒｉｓｈ）”的文化，因此，大多数科研人员都追

求论文发表。

瑐瑧 生物元件（ＢｉｏＢｒｉｃｋｓ），也称为生物零件，就是一些简单拼

装好了的、具有特定功能的ＤＮＡ小片段。

瑐瑨 公民科学是一种新的科学组织方式，指近年来兴起的未

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爱好者参与科研活动，在动植物学、

天文、气象等领域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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